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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国内一家企业共 785 位员工及其直接主管的问卷调查, 考察了下属心理资本在变革型领导

与下属工作绩效及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程序公平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下属的

心理资本与其工作绩效和满意度正向相关; 2)下属的心理资本部分中介了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工作绩效及满

意度的正向关系; 3) 下属的程序公平调节了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心理资本的影响。具体而言, 下属的程序公平

感越高, 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心理资本的正向关系越强, 反之越弱; 4) 进一步地, 程序公平调节了下属心理资

本对变革型领导－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即：程序公平感越高, 变革型领导通过心理资本对下属的

工作绩效和满意度所产生的作用就越强, 反之越弱。最后讨论了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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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作为对员工工作态度和绩效有重要影响的一

种领导风格, 变革型领导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在

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Bass & Riggio, 2006)。大量

的研究表明, 变革型领导与许多积极的组织结果密

切相关, 如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任务绩

效、组织公民行为以及心理健康等(Judge &. Piccolo, 

2004; Walumbwa, Avolio, & Zhu, 2008)。尽管变革型

领导对下属工作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已得到一致的认

同, 但探索该作用发生的心理机制及相关影响因素

仍是目前的重要课题 (Bass, 1999; Bono & Judge, 

2003; Piccolo & Colquitt, 2006)。本研究考察员工积

极的心理状态 /能量(psychological states/capacities)

如何中介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效和态度的影响, 

以及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对该过程的调节作

用。通过把中介机制和调节作用整合在同一个研究

框架中, 本研究试图更加深刻地揭示变革型领导对

员工行为和态度产生影响的过程, 这对领导理论的

发展及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积极心理学认为, 在影响个体认知和行动的因

素中, 积极的心理状态(如, 信心、希望、乐观和坚

韧等)是除了智力能力、生理能力和社会资源之外

的另一个极为重要、但却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因素

(Fredrickson & Losada, 2005; Luthans, Avey, Clapp- 

Smith, & Li, 2008)。领导行为被认为是员工积极和/

或消极的情绪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主要来源(Bono & 

Illies, 2006; Dasborough & Ashkanasy, 2002), 而这

些情绪经历和心理状态则能够预测他们的工作态

度和绩效。因此, 学者们目前致力于将员工的情绪

反应和心理状态整合到领导行为理论中(Gooty et 

al., 2010; Shorey & Snyder, 2004)。根据变革型领导

理 论 , 员 工 的 心 理 资 本 (psychological capital, 

PsyCap)作为个体一般化的心理状态很可能充当变

革型领导效应的中介变量。例如, Bass 和 Avolio 

(1994)认为, 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下属在积极性方面



1218 心    理    学    报 44 卷 

 

(positivity)的显著影响能够对下属的努力和绩效产

生作用, 比如变革型领导能够为下属提出对当前及

未来情况充满希望的、乐观的展望, 而其他的领导

者则缺乏这样的作用。因此, 结合积极心理学的最

新进展, 本研究从员工心理资本的视角来解读变革

型领导效应的传导机制, 即检验心理资本对变革型

领导－下属绩效和满意度关系的中介作用。 

探索能够影响变革型领导效果的情景因素是

变革型领导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Yukl, 2002)。程

序公平感代表员工在多大程度上感知到组织(或拥

有职权的人)制订决策的程序是公平的、一致的、

无 偏 的 和 符 合 道 德 规 范 的 (Thibaut & Walker, 

1975)。考虑到员工基于特定的程序公平感去解读

在此情境下发生的领导行为并相应地做出反应, 程

序公平可能会影响领导行为的有效性。而且, 领导

和公平领域的研究都倡导将公平理论与领导研究

进行整合(如, Bies, 2005)。例如, van Knippenberg

等(2007)认为, 探索员工的组织公平感如何与领导

行为交互作用于工作结果对解决领导领域的核心

问题－在什么情境下领导能够有效地激励下属－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目前尚未有研究检验变革型

领导的效果是否依赖于其处组织情境的程序公平。

另外, 变革型领导风格本身并不包含与程序公平有

关的特征(de Cremer, 2006), 这使得研究程序公平

的调节作用更有意义。基于程序公平的关系模型

(Relational model of authority, Tyler & Lind, 1992),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检验程序公平对变革型领

导-员工工作绩效和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顺应领

导理论与积极组织行为研究相结合的最新发展趋

势, 我们从员工积极心理状态的角度来阐释变革型

领导如何影响下属的心理资本, 进而影响其工作绩

效和满意度。该视角有助于加深对变革型领导作用

机制的理解, 同时也能够丰富和促进心理资本的研

究。其次, 本研究将程序公平理论整合到变革型领

导研究中, 并实证检验了程序公平对变革型领导效

应的调节作用。并且, 通过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模型, 深刻地揭示了变革型领导产生影响的传导机

制及该传导机制起作用的边界条件, 对变革型领导

和组织公平理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2  理论和假设 

2.1  心理资本 

Luthans 等将心理资本定义为个体一般的、积

极的核心心理要素, 包括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

心 理 状 态 , 由 4 个 维 度 组 成 , 分 别 是 效 能 感

(efficacy)、希望 (hope)、乐观 (optimism)和坚韧性

(resiliency) (Luthans & Youssef, 2007), 这 4 个组分

代表了个体凭借自身的努力和面临困境时的坚持, 

对周围环境的乐观评估和对成功可能性的合理预

期 , 以及在内在动机驱使下的行为倾向 (Luthans, 

Avolio, Avey & Norman, 2007)。心理资本区别于其

他 积 极 组 织 行 为 变 量 , 如 核 心 自 我 评 估 (Core 

self-evaluation, Judge & Bono, 2001)的特点在于心

理资本具有可习得性, 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加

以 开 发 , 而 核 心 自 我 评 估 则 更 接 近 于 个 性 特 质

(trait-like), 相对稳定且难以改变(Luthans, Avey, & 

Patera, 2008)。 

具体而言, 效能感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

己能够在动机的驱使下, 运用认知资源和有计划的

行动成功完成特定的任务(Luthans, Avolio et al., 

2007)。希望是指一种积极的、基于认知的动机状

态, 由成功的意愿、达到目标的路径以及追求实现

目标的能力组成(Snyder & Lopez, 2002)。希望包含

认知和情绪两种成分, 通过主动调整目标及达到目

标的路径, 希望能够指引并激励人们朝着实现目标

的方向努力。乐观是对积极结果的预期和对事件的

积极归因, 即把正向的事件归因于内部、稳定的一

般性原因, 而把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暂时和偶然

的原因 (Seligman, 1998)。乐观反映了寻求机会、

接受改变、对未来可能性持积极态度的特质。最后, 

坚韧性是指人们在面对逆境、失利、冲突和压力等

负面事件时 , 调整自身的状态并迅速恢复的能力

(Masten & Reed, 2002)。心理资本作为一个高阶构

念在理论和实证上与其他类似构念的可区分性已

经得到支持(Luthans, Avolio et al., 2007; Luthans, 

Norman et al., 2008; Youssef & Luthans, 2007)。由于

心理资本所代表的积极心理状态或能量与积极的

组织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 因此越来越多地吸引了

实践领域的关注。在学术界, 将心理资本与领导行

为 研 究 相 结 合 的 尝 试 正 刚 刚 开 始 (Walumbwa, 

Luthans, Avey, & Oke, 2011)。 

2.2  变革型领导、心理资本与员工绩效和满意度 

变革型领导能够激发下属对工作的内在动机

和热情以及对集体愿景和目标的认可和接受。尤为

重要的是, 变革型领导带有强烈的情感成分和精神

提升作用(morally uplifting, Bass, 1985), 变革型领

导行为能够提升员工的心理资本, 这源于变革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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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所独有的特征－领导魅力(charisma)、领导感召力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 智 力 激 发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和 个 性 化 关 怀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1 (Bass & Riggio, 2006)。 

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各个维度都有利于发展下

属积极的心理资本。具体而言, 领导魅力是指领导

者具有令员工心悦诚服的能力或水平, 能够获得下

属的认同、尊重和信任, 因而成为下属学习和模仿

的榜样 (Jung & Avolio, 2000)。感受到领导魅力的

下属往往会模仿有魅力的领导行为, 体验到积极的

情感, 心理状态因而受到积极情绪的感染, 尤其表

现在自信心和乐观方面(Bono & Ilies, 2006)。领导

感召力是指变革型领导描述令人向往的愿景(vision)

和使命(mission), 并通过象征性的、与愿景相一致

的 行 动 和 言 语 来 传 达 如 何 实 现 这 些 目 标 。 Bass 

(1999)认为, 变革型领导通过领导感召力预示充满

希望的前景并向下属传达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这些

倡导的目标及行动成为下属能动性(agency)的基础

及实现目标的路径(pathways), 因此能够激发下属

的希望和自信心(Helland & Winston, 2005)。领导感

召力还包括对员工表达较高的绩效期望、引导员工

积极乐观的工作态度, 培育团队合作精神, 使员工

在乐观与希望中展望未来的发展(陈永霞等, 2006), 

因此, 领导感召力在激发下属的热情和增强对未来

的希望及自信心方面至关重要(Yukl, 2002)。 

智力激发是指激励下属创造性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包括向下属灌输新观念、启发并鼓励下

属提出新观点和利用新方法解决工作问题。智力激

发能够增强下属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提高下属对问

题识别的兴趣及解决问题的能力(Bass & Avolio, 

1994)。通过智力激发, 变革型领导帮助下属将工作

难题变成发展的机会, 下属的自信心和坚韧性相应

地得到增强。个性化关怀是指重视下属个人化的需

要、能力和愿望, 尤其关注下属的成就和成长需求。

在这一点上 , 变革型领导充当教练和顾问的角色 , 

帮助下属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成长。Bass (1985)认

为, 变革型领导针对下属个人的具体情况对形势进

行乐观的评估, 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等, 通过

对下属的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来提高他们应对

困境和压力的坚韧性, 这些都能够培育下属乐观的

精 神 和 坚 韧 不 拔 的 毅 力 (Harland et al., 2005; 

Luthans, 2003)。Harland 等(2005)的实证研究也发现

领导魅力、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都与下属的坚韧

性正向相关。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变革型领导行为与下属的心理资本正

向相关。 

迄今为止 , 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工作绩效 (如 , 

角色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和态度(如, 组织承诺和

工 作 满 意 度 等 ) 的 积 极 影 响 已 得 到 广 泛 的 认 同

(Judge & Piccolo, 2004; Walumbwa et al., 2008), 但

是, 从不同的视角去阐释变革型领导发挥作用的机

制仍然是该领域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研究方向。我们

认为变革型领导通过影响员工的心理资本进而作

用于他们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这是因为变革型领

导能够对下属的心理资本施加正向影响, 而心理资

本又对下属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有积极作用。 

首先, 心理资本的每个要素都在理论和实证上

与积极的员工态度和行为正向关联(Luthans, Avolio 

et al., 2007; Avey, Reichard, Luthans & Mhatre, 

2011)。根据 Bandura (1986)的社会认知理论, 具有

较高效能感的员工往往设置较高水平的任务目标, 

自我激励并努力盘活相关资源去掌握完成任务所

需要的技能, 在面临困境时选择坚持不放弃, 因此

效能感与积极的行为意向和工作绩效密切相关。以

往的大量研究都支持效能感与特定任务领域的绩

效和工作态度显著相关。希望对工作绩效和满意度

有积极影响是因为充满希望的员工往往拥有积极

参 与 的 情 感 、 挑 战 性 的 思 维 和 获 得 成 功 的 愿 望

(Snyder & Lopez, 2002), 因此通常为自己设定明确

的工作目标, 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 并愿意付出努

力去实现目标 (Luthans, Avolio et al., 2007; Youssef 

& Luthans, 2007)。Peterson 和 Luthans (2003)发现, 

希望水平较高的管理人员其管理的部门工作绩效

较高,下属的留职率和满意度也较高。同样, 乐观的

员工也往往有较高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乐观和不

乐观的员工对事件的解释或归因风格不同; 对乐观

者而言, 挫折未必意味着失败, 而可能是通往成功

之路的机遇(Youssef & Luthans, 2007), 因此, 他们

通常对工作中的事件进行积极的归因并经历积极

的情感, 这些积极的归因和情感能够帮助他们应对

工作压力, 从而帮助其获得较高的绩效和积极的情

绪(Carr, 2004)。Peter (1999)发现, 与不太乐观的销

售代表相比, 乐观的销售代表卖出的人寿保险更多, 

他们的留职率也更高。坚韧性不仅能够帮助员工从 

                                             

1 为了沟通之便，我们使用与以往研究相一致的术语(陈永霞, 贾良定, 李超平等,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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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恢复并变得更加坚强, 还能帮助员工适应顺

境 并 在 积 极 的 状 态 中 取 得 进 步 和 成 功 (Luthans, 

Avolio et al., 2007)。总而言之, 心理资本的每个要

素都与积极的组织结果相关联。 

其次, 将心理资本作为一个高阶变量的研究也

支持其对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显著作用(Larson & 

Luthans, 2006)。例如, Luthans 等发现中国员工的心

理资本与主管评价和客观工作绩效指标都显著相

关(Luthans, Avey, Clapp-Smith, & Li, 2008)。研究还

表明心理资本作为一个高阶构念比任何单个要素

所解释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变异都要多(Luthans, 

Avolio et al., 2007)。仲理峰(2007)在中国经济文化

背景下检验了心理资本(包括希望、乐观和坚韧性

三个要素)与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和组织公

民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希望、乐观和坚韧

性三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各自对员工的工作绩效、组

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有积极影响, 心理资本作为

一个高阶变量也对这些结果变量有显著作用, 该结

论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取得的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 变革型领导对下属的工作绩效和满

意度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并且, 变革型领导能够对

下属的心理资本施加正向影响, 而心理资本又与下

属工作绩效和满意度有正向作用, 因此, 我们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2：下属的心理资本与其工作绩效(H2a)

和工作满意度(H2b)正向相关;  

假设 3：下属的心理资本中介了变革型领导行为

与下属工作绩效(H3a)和满意度(H3b)的正向关系。 

2.3  程序公平的调节作用 

公平感是组织生活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组织公

平不仅直接与员工的工作结果密切相关(如, 工作

绩效、工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和信任等) (Colquitt et 

al., 2001), 而且能够影响员工对管理者的拥护、信

任、正向评价和服从(Tyler & Lind, 1992)。自 80 年

代开始, 学者们就发现程序公平能够影响员工对决

策者的反应, 程序公平尤其与员工对领导的支持和

权 威 的 合 法 性 (legitimacy)有 显 著 的 关 系 。 例 如 , 

Tyler 等发现程序公平是对领导的认可(leadership 

endorsement) (Tyler & Peter, 1995) 和 领 导 评 价

(leadership evaluation) (Tyler & Blader, 2000)最主要

的预测变量, 该结论在政治科学和管理领域也得到

了支持。基于程序公平的关系模型(Tyler & Lind, 

1992), 我们认为程序公平影响了员工对变革型领

导的认同, 决定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可(endorse)

并接受(accept)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影响 , 因此能够

加强或削弱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心理资本的影响。 

程序公平的关系模型建立在社会认同理论和

公平理论的基础上。该理论认为程序公平通过影响

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来影

响员工对领导合法性(legitimacy)的看法。在员工看

来, 程序公平可以充当衡量领导可信性和正确性的

尺度, 程序公平感因而可以影响员工对领导的信任; 

而且 , 如果员工感知到组织的决策程序是公平的 , 

就更易于对相关的单位及其代表人物产生社会认

同。这种较高程度的信任和社会认同使得员工更易

于 认 可 并 接 受 领 导 施 加 的 影 响 (Olkkonen & 

Lipponen, 2006)。与该理论的观点相一致, 许多学

者都认为程序公平通过影响员工的认同感来塑造

他们的态度、情绪和行为(van Knippenberg & Hogg, 

2003)。比如, de Cremer 等认为高水平的程序公平

使得员工将自我概念与团队及其领导相融合, 这种

认同感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对领导

行为的认可和赞同便是结果之一(de Cremer, Tyler, 

& den Ouden, 2005)。van Knippenberg 等(2007)在最

近的一项综述性研究中也提出, 员工的公平感能够

直 接 和 间 接 地 影 响 其 对 领 导 行 为 的 响 应

(responsiveness)和接受程度(receptiveness)。 

基于以上论述, 程序公平感较高的员工认为领

导是可信的, 对领导产生较高的社会认同, 更倾向

于认为领导行为是合法和正确的, 因此愿意接受变

革型领导的影响(Lord & Brown, 2004; van Dijke, de 

Cremer, & Mayer, 2010), 其心理资本也就更易于被

变革型领导所塑造。相反, 认为组织的决策程序不

正确和/或不公平的员工则往往对领导产生不信任

感, 其身份认同与团队及其领导发生分离, 这种不

信任感和降低了的身份认同导致其对领导行为合

法性和正确性产生怀疑或不认可, 因此变革型领导

行为也就难以对其心理资本产生影响。程序公平与

变革型领导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例如, Tyler 和 de Cremer (In press)发现, 员工的

程序公平感越高就越愿意接受变革型领导描绘的

愿景并接受其设定的任务目标。 

综合以上的理论和实证证据, 我们提出第四个

假设： 

假设 4：程序公平调节了变革型领导行为与下

属心理资本的正向关系, 程序公平的水平越高, 变

革型领导行为与下属心理资本的关系就越强; 反之

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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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 和假设 4 所揭示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被

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具体而言, 心理资本中介了

变革型领导对下属绩效和满意度的影响; 但是, 该

中介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下属对程序公平的感知。在

程序公平感较高的下属中, 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他们

的心理资本的影响较大, 因此心理资本更多地传导

了变革型领导对下属绩效和满意度的效应; 但是在

程序公平感较低的下属当中, 由于变革型领导行为

对他们的心理资本影响较弱, 因此变革型领导对其

绩效和满意度的效应也就较少地通过心理资本来

传导。据此, 我们提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 

假设 5：程序公平调节了下属心理资本对变革

型领导-下属工作绩效(H5a)和变革型领导-工作满

意度(H5b)这两个关系的中介作用, 表现为被调节

的中介作用模式; 程序公平的水平越高, 下属心理

资本对变革型领导-下属工作绩效, 变革型领导-工

作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就越强; 反之越弱。 

3  方法 

3.1  样本及步骤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于国内一家物流公司配送

部门的所有员工及其直接主管, 人力资源部门提供

了所有员工及上下级关系的名单。我们向该部门的

所有员工发送一封电子邀请信, 告知本调研的目的

和具体的实施过程, 并邀请他们参与本调研。所有

被调研人员均被保证他们所填数据的匿名性和保

密性。问卷分为主管问卷和下属问卷两个版本, 两

个版本的问卷都提前经过了编码 , 该编码用于之

后主管问卷与下属问卷的匹配。通过填写纸质问

卷的方式 , 下属员工完成下属问卷 , 其中包括其

直接主管的变革型领导风格、员工的心理资本、

工作满意度以及个人特征等相关信息。主管完成

主管问卷 , 其中包括对每位下属的绩效评价及主

管的个人信息。 

一共有 49 位直属主管及 801 位下属员工回复

了问卷, 剔除存在大量缺失值的问卷, 最终的有效

样本包含 785 个下属员工。49 位主管中男性占

69.2%, 平均年龄为 39.0 岁, 分布在 25 至 54 岁之

间, 平均有 17 年的企业任职年限。下属的平均年龄

为 35.6 岁, 分布在 18 至 56 岁之间, 其中男性占

71.3%, 平均的企业任职年限为 7 年。 

3.2  测量 

变革型领导行为   我 们 采 用 Chen 和 Farh 

(1999)的 23 个题目的量表来测量变革型领导行为, 

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

量特征(如, Wang et al., 2005)。示例问题包括“促使

部门的成员群策群力, 达成共同的目标”、“以自己

做榜样来领导”、“激励我设定较高水平的目标”、“向

我们描述部门/公司未来的令人兴奋的远景”、“激励

我以新的方式思考旧的问题”, 和“行为方式考虑到

我个人的需求”。下属基于 Likert-7 点评分方法(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作答。我们做

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检验数据是否符合 6 因

子和一个高阶因子模型 , 结果显示数据拟合较好

(χ2 =1333.75, df =215, RMSEA=0.07, CFI=0.99)。6

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94, 0.86, 0.90, 0.93, 0.92, 

0.92。遵循以往研究的做法, 我们将 6 个维度得分

的加总平均值作为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测量值。 

心理资本  我们采用 Luthans 和 Youssef 等

(2007) 开 发 的 24 个 题 目 的 心 理 资 本 问 卷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s, PCQ)来测量

该变量。PCQ 对 4 个要素的测量都是建立在已发表

的、被广泛认可的标准化量表基础之上的, 该测量

的 信 度 和 效 度 在 中 国 企 业 情 境 下 得 到 了 验 证

(Luthans Avey, Clapp-Smith, & Li, 2008;仲理峰 , 

2007)。示例题目包括：“任何问题都有许多解决的

途径” (希望), “因为我以前经历过磨难, 所以我可

以克服工作中的困难” (坚韧性); “我相信自己能够

分析一个长远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 (自我效能)以

及“在情况难以预测的时候, 我通常朝着最好的结

果去想” (乐观)。员工基于 Likert-6 点评分方法(1－

“非常不同意”, 6－“非常同意”)作答。CFA 结果表明

数据符合 4 因子和一个高阶因子模型 (χ2 =1431.93, 

df =246, RMSEA=0.07, CFI=0.97, NNFI=0.95)。 4

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78, 0.76, 0.66, 0.85。参照

以往的研究, 我们利用 4 个维度的加总平均值作为

心理资本的测量值。 

程序公平  我们采用 Colquitt (2001)开发的 7

个题目的量表来测量该变量, 该量表因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而被广泛使用。为了确保中文翻译准确

地表达了原测量的内容, 我们采用标准的翻译－回

译程序(Brislin, 1980), 对中文翻译进行仔细的推敲

和修正。示例题目包括“我能在决策过程中表达自

己的看法和感受”, “薪酬结果的决策过程是基于准

确客观的信息的”。员工基于 Likert-7 点评分方法(1

－“非常不同意”, 7－“非常同意”)作答。该测量的 α

系数为 0.90。 

工作绩效  我们采用 Chen 和 Aryee (2007)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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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境下验证的 4 个题目的量表来测量下属的工

作绩效。为了避免同源误差, 主管基于 Likert-5 点

评分方法 (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作答, 

示例问题包括：该员工“对部门整体工作业绩有重

大贡献”和“工作表现总是能够合乎上级要求”。该

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4。 

工作满意度   我们采用 Cammann, Fichman, 

Jenkins 和 Klesh (1983) 3 个题目的工作满意度量表

来测量该变量。示例题目包括“总的来说, 我对目前

的工作感到满意”。员工基于 Likert-7 点评分方法(1

－“非常不同意”, 7－“非常同意”)作答。该测量的 α

系数为 0.73。 

尽管下属工作绩效由其直接主管提供, 但工作

满意度与变量变革型领导, 心理资本及程序公平的

信息都由下属自己提供, 因此, 我们对样本数据进

行了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我们采用加入一个非可测

方法因子的方法, 即将共同方法因子作为一个潜变

量加入结构方程模型, 比较加入该潜变量之后模型

拟合度的变化(周浩,龙立荣, 2004)。分析结果表明, 

控制了共同方法因子后,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并无

显著提升(Δχ2=528.77, Δdf=61, Δχ2/Δdf=8.67)。因此

测量中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控制变量   我们在分析中控制了可能对员工

心理资本、工作绩效和满意度产生影响的个人特征, 

包括下属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企业任职年

限。其中, 员工性别是分类变量(“1”－男性, “0”－

女性), 其余都为连续变量。 

4  结果 

4.1  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检验 

首先, 我们对变革型领导行为、心理资本、程

序公平和工作满意度 4 个变量进行 CFA 以检验变量

的区分效度。除了基准模型之外, 我们还假设了 8

个备选模型, 其中, 5 个 3 因子模型分别是变革型领

导行为合并心理资本(模型 1), 变革型领导行为合并

程序公平(模型 2), 程序公平合并心理资本(模型 3), 

程序公平合并工作满意度(模型 4)以及心理资本合

并满意度(模型 5)。3 个 2 因子模型分别是变革型领

导行为合并程序公平和满意度(模型 6), 变革型领导

行为合并程序公平和心理资本(模型 7), 以及心理资

本合并程序公平和满意度(模型 8)。如表 1 所示, 假

设 的 4 因 子 基 础 模 型 具 有 可 接 受 的 拟 合 度 (χ2/ 

df=6.30, RMSEA=0.08, CFI=0.95), 显著优于备选的

3 因子和 2 因子模型。因此, 4 因子模型能够更好地

代表测量的因子结构, 变量的区分效度得到验证。 

 

表 1  测量模型比较 

模型 χ2 df Δχ2 CFI NNFI SRMR RMSEA 

基准模型 9657.53 1533  0.95 0.95 0.04 0.08 

模型 1 14820.72 1536 5163.19 0.93 0.93 0.11 0.15 

模型 2 13664.04 1536 4006.51 0.94 0.93 0.08 0.12 

模型 3 13866.70 1536 4209.17 0.94 0.93 0.09 0.12 

模型 4 10962.59 1536 1305.06 0.94 0.94 0.07 0.10 

模型 5 11209.08 1536 1551.55 0.95 0.94 0.07 0.10 

模型 6 14027.34 1538 4369.81 0.93 0.93 0.08 0.12 

模型 7 17757.66 1538 8100.13 0.91 0.91 0.12 0.16 

模型 8 14140.68 1538 4483.15 0.93 0.93 0.09 0.13 

 

4.2  假设检验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显示在表 2

中。表 2 显示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的心理资本( = 

0.46, p < 0.01)、工作绩效( = 0.17, p < 0.01)和满意

度( = 0.38, p < 0.01)都显著正相关; 心理资本与程

序公平 ( = 0.37, p < 0.01)、工作绩效( = 0.16, p < 

0.01)和满意度( = 0.40, p < 0.01)也显著正相关; 程

序公平与工作绩效( = 0.11, p < 0.01)和满意度( = 

0.60, p < 0.01)也显著正相关。这些相关性与理论预

期的关系相一致。 

由于个体的数据是嵌套在团队中的, 因此我们

计算各个变量的 ICC (1)以检验可能存在的团队效

应。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和程序公平的 ICC (1)显

著(0.11, p<0.01; 0.08, p<0.01), 而作为结果变量的

心理资本、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的 ICC (1)不显

著, 反映了团队成员在对团队领导风格和组织过程

公平的评价上有一致性的趋势。参照以往的做法(如, 

Van der Vegt, Van de Vliert, & Oosterhof, 2003),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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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785)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员工性别 0.71           

2. 员工年龄 35.55 8.24 0.16**         

3. 员工教育程度 2.14 0.91 0.16** 0.31**        

4. 工作年限 7.02 6.76 0.02 0.52** 0.13**       

5. 程序公平 4.63 1.35 0.04 0.05 0.08* 0.04 (0.90)     

6. 变革型领导 5.62 1.00 0.08* 0.01 0.08* 0.10** 0.48** (0.97)    

7. 员工心理资本 4.75 0.63 0.12** 0.12** 0.01 0.02 0.37** 0.46** (0.84)   

8. 工作绩效 3.97 0.56 0.11** 0.09** 0.01 0.10** 0.11** 0.17** 0.16** (0.84)  

9. 工作满意度 4.82 0.99 0.04 0.15** 0.14** 0.01 0.60** 0.38** 0.40** 0.08* (0.73)

注：* p < 0.05, ** p < 0.01; 
 

表 3  假设 1, 2 和 4 的检验结果 

 心理资本 工作绩效  工作满意度 

预测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a  模型 4b 

员工性别 0.05** 0.04* 0.04* 0.13** 0.12** 0.07 0.09 

员工年龄 0.01** 0.01** 0.01** 0.00 0.00 0.02** 0.01* 

教育水平 0.03 0.05* 0.06* 0.01 0.01 0.10** 0.12** 

工作年限 0.01* 0.00 0.00 0.01 0.01* 0.01+ 0.01 

变革型领导  0.28** 0.27**     

程序公平   0.08**     

程序公平×变革型

领导 
  0.05**     

心理资本     0.14**  0.52** 

        
2R  0.03 0.23 0.27 0.02 0.05 0.03 0.14 

2R 变化 0.03** 0.20** 0.04** 0.02** 0.03** 0.03** 0.11** 

注：表中报告的均为非标准化的系数. N =785. + p< 0.10; *p <0.05; **p < 0.01; 

 

们首先使用多元回归方法来检验假设 1 和 4, 然后

再使用分层线性建模检验这些假设以确定在这两

个变量上的组间效应是否会影响检验的结果。由于

两种方法得到的预测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并无差异, 

因此我们只报告多元回归的结果。 

我们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假设 1, 2 和 4, 

表 3 显示了分步回归的结果。在每个模型中, 控制

变量(年龄, 性别, 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都作为第

一步进入模型, 然后预测变量进入模型。模型 2 显

示 变 革 型 领 导 行 为 对 心 理 资 本 有 显 著 的 正 效 应

(B=0.28, p<0.01), 假设 1 得到支持。模型 4a 和模型

4b 显示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B=0.14, p<0.01)和满

意度(B=0.52, p<0.01)有显著的正效应, 假设 2 得到

支持。假设 4 预测程序公平调节变革型领导与下属

心理资本的正向关系, 模型 3 显示变革型领导和程

序公平的交互项与心理资本有显著的关系(B=0.05, 

p<0.01), 为了检验该调节作用的模式是否与假设

的相一致, 我们遵从 Aiken 和 West (1991)的建议在

图 1 中画出在程序公平高于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

的水平下变革型领导与心理资本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变革型领导与心理资本的关系在程序公平的水平

较高时(simple slope=0.47, p<0.01)比较低时(simple 

slope=0.13, p<0.05)更强, 假设 4 得到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 3－心理资本对变革型领导行为

－工作绩效和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我们遵  

 

 
 

图 1  程序公平对变革型领导-下属心理资本关系的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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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MacKinnon 和 Lockwood 等(2004)的建议, 使用

Bootstrap 方法并利用 Preacher 和 Hayes (2008)开发

的 SPSS 宏来检验中介路径的显著性, 即变革型领

导行为通过心理资本到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间接

效应(a*b)是否显著异于零。现实中很多抽样并不服

从正态分布, Bootstrap 方法不需要假设抽样的正态

分布, 而是通过反复抽样来估计间接效应及其抽样

分布, 并据此分布特征来估计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

(CI), 因 此 许 多 学 者 建 议 使 用 该 方 法 (Shrout & 

Bolger, 2002)。我们将 Bootstrap 再抽样设定为 5000

次运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宏。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行

为 通 过 心 理 资 本 对 工 作 绩 效 (a*b=0.03, p<0.05, 

CI=[0.01,0.05]) 和 满 意 度 (a*b =0.08, p<0.01, CI= 

[0.05,0.12]) 的 间 接 效 应 都 是 显 著 的 , 而 且 Bias 

corrected CI 都不包含零。因此, 假设 3 得到支持。

路径分析的结果还表明, 心理资本部分地中介了变

革型领导对工作绩效(c=0.08, p<0.01)和满意度的

效应(c=0.27, p<0.01)。 

最 后 , 我 们 参 照 Preacher, Rucker 和 Hayes 

(2007)检验条件间接效应的步骤和开发宏来检验假

设 5－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在只有一个中介变

量的情况下, 条件间接效应表示在调节变量特定的

水平上间接效应的大小(Muller, Judd, & Yzerbyt, 

2005; Preacher et al., 2007)。首先, 分别以工作绩效

和满意度为因变量, 以控制变量、变革型领导行为、

程序公平、变革型领导与程序公平的交叉项、以及

心理资本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 结果如表 5 上

半部分所示。与表 3 中的模型 4a 和 4b 相比, 模型

5a 显示变革型领导与程序公平的交叉项不再显著, 

但 是 心 理 资 本 显 著 预 测 了 工 作 绩 效 (B=0.09, p< 

0.05); 模型 5b 显示变革型领导与程序公平的交叉

项仍然显著, 而且心理资本显著预测了工作满意度

(B=0.16, p<0.01)。然后, 我们将 Bootstrap 再抽样设

定为 5000 次并运行检验条件间接效应的宏, 结果

如表 5 下半部分所示。可以看到在程序公平的不同

水平上(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均值和高于均值一

个标准差), 变革型领导行为经由心理资本与下属

工作绩效和满意度之间的间接关系都是显著的, 说

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 而且, 在程序公平低于

某个水平(3.20)时 2, 变革型领导通过心理资本传导

到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效应不复存在, 这些结果提

供了对假设 5 的支持, 即程序公平感越高, 变革型

领导通过心理资本与下属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之

间的关系就越强, 反之越弱。为了显示心理资本的

中介效应在不同的程序公平水平下的大小, 我们将

变革型领导与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关系分别画在

图 2a 和图 2b 中 3。如图所示, 当心理资本作为中介

变量时, 随着程序公平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 变革

型领导行为与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关系变得越来

越强。 
 

表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5a: 工作绩效 模型 5b: 工作满意度 

预测变量 B SE B SE 

员工性别 0.12** 0.04 0.08 0.06 

员工年龄 0.00 0.00 0.01** 0.00 

教育水平 0.02 0.02 0.06* 0.03 

企业工作年限 0.01* 0.00 0.00 0.01 

变革型领导行为 0.07** 0.03 0.15** 0.04 

程序公平 0.01 0.02 0.36** 0.02 

程序公平×变革型领导 0.00 0.01 0.08** 0.02 

心理资本 0.09* 0.04 0.16** 0.05 
2R  0.06**  0.41**  

 Bootstrap 方法在不同调节变量水平上的中介效应及其置信区间 

 模型 5a: 工作绩效 模型 5b: 工作满意度 

程序公平的水平 条件中介效应 Z 条件中介效应 Z 

3.27 0.017* 2.06 0.026* 2.44 

4.63 0.023* 2.06 0.035* 2.50 

5.98 0.029* 2.01 0.044* 2.44 

注：表中报告的均为非标准化的系数. N =785.  + p< 0.1; *p < 0.05; **p < 0.01 

                                             

2 我们在不同的过程公平水平上重复运行条件间接效应的宏，当间接效应临界显著时过程公平的值为 3.20 ( =0.05)。 
3 我们并不假设程序公平调节了变革型领导与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关系，此图只是示意在不同的程序公平水平下变革型领导与工作  

绩效和满意度之间的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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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不同程序公平水平下变革型领导-工作绩效的关系  图 2b 不同程序公平水平下变革型领导-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5  讨论 

5.1  理论意义 

迄今为止, 尽管在变革型领导及其有效性方面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是, 要全面地理解

变革型领导现象,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发挥作用的

机 理 (Bono & Judge, 2003; Piccolo & Colquitt, 

2006)。以往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考察变革型领导

效应的中介变量, 第一是对领导的认知和态度, 比

如对领导的信任和认同(Jung & Avolio, 2000); 第

二 是 员 工 在 工 作 中 的 控 制 感 , 比 如 授 权 (Avolio, 

Zhu, Koh, & Bhatia, 2004; 李超平等, 2006)和组织

公平(Pillai, Schriesheim, & Williams, 1999); 第三

是与领导的交换关系(Wang et al., 2005); 第四是员

工 对 自 我 的 认 知 , 比 如 自 尊 和 自 我 效 能 感 (De 

Cremer, 2006), 虽然这一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变革型

领导通过影响下属对自我的认识而作用于下属的

工作表现, 但并未全面检验变革型领导对下属更为

一般的、积极的心理状态的作用, 而这种作用体现

了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内在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深刻

影响。根据 Bass 的变革型领导理论, 提升下属积极

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是变革型领导区别于其他领导

风格的显著特征。本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

增强员工乐观、自信和坚韧的精神, 以及对未来充

满希望的积极心态, 这些积极向上的心态代表着员

工潜在的心理能量, 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和

满意度。这一发现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 支持

Bass 关于变革型领导的情感和精神提升作用的观

点, 丰富了变革型领导作用机制的研究。研究结果

还表明虽然心理资本是变革型领导－下属绩效和

满意度的中介变量, 但只是部分地中介了这一关系, 

这说明未来的研究应当继续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

一步发掘变革型领导发挥作用的机理。另外, 目前

有研究开始探讨和检验领导行为的某个维度与积

极 心 理 状 态 各 个 维 度 的 关 系 (Avolio & Luthans, 

2006; Helland & Winston, 2005; Shorey & Snyder, 

2004), 试图更加精确地理解影响员工心理状态的

领导行为。我们检验了变革型领导的各个维度与心

理资本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结果表明变革型领

导的各个维度与心理资本的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

比较均衡, 没有特别大或特别小的相关(在 0.22 到

0.42 之间)。尽管如此, 在理论的指导下去检验变革

型领导的各个维度与心理资本各维度之间的关系

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之二是将程序公平整合到

领导行为的研究中。通过阐释程序公平、社会认同

以及对领导行为的认可和接受, 我们从理论上说明

了为什么变革型领导对下属的心理资本以及绩效

和满意度的影响依赖于下属的程序公平感, 实证检

验的结果支持我们的理论预测。而且, 通过检验被

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本研究还进一步地揭示了下

属心理资本对变革型领导－下属绩效和满意度的

中介效应如何随着程序公平感的增加而增强, 这一

发现对于变革型领导理论和组织公平理论以及组

织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程序公平大多作为中介

变量来考察而很少作为领导效应的调节变量来考

察, 但是领导行为并非发生在真空中, 员工的程序

公平感提供了领导行为发生的组织情景。程序公平

既来源于组织的制度和系统特征, 也来源于直接领

导在资源分配等事务上的决策行为(Colquitt, 2001; 

Liao & Rupp, 2005)。由于领导往往被看作是组织的

代理人, 无论程序公平主要归因于组织的系统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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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还是直接领导, 程序公平感都很可能成为员工解

读领导行为的一面“透镜”进而影响领导的有效性。

因此, 未来的领导研究应当将程序公平潜在的调节

作用考虑在内。另外, 虽然公平领域的学者提倡采

取权变的方法(contingency approach)来研究领导风

格 与 程 序 公 平 的 交 互 作 用 (de Cremer, 2006; de 

Cremer & Tyler, in press), 这一视角倾向于考察不

同的领导风格如何影响公平感的效果。但对领导研

究而言, 考察程序公平作为重要的组织情境因素对

领 导 有 效 性 的 潜 在 调 节 作 用 似 乎 更 有 意 义 (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7)。 

5.2  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结果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首先, 我们发现下属的心理资本能

够传导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影

响。最近, 人的积极性(positivity)在人力资源管理中

的价值日益得到重视, 如何强化员工积极的心理状

态及由此导致的积极态度和绩效对企业提高其竞

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Luthans et al., 2007)。积极心

理学(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积极情绪

(Fredrickson, 1998) 和 积 极 组 织 行 为 学 (Luthans, 

2003)的研究都认为 , 相比识别和纠正个体的缺点

和错误, 关注并强化个体的优点和长处更有利于个

体的发展。而且, 积极组织行为学主张将员工的积

极心理状态(如, 心理资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

个重要方面来对待, 以此有效地开发和管理人力资

源(Luthans, 2003; Luthans et al., 2007)。大量的实证

研究表明心理资本与众多积极的组织结果密切关

联, 因此, 中国企业应当重视心理资本作为提升组

织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 

心理资本对企业的实践意义尤其体现在心理

资本的类状态(state-like)特征及可习得性 , 即在一

段时间内相对稳定, 但又能够被改变, 不同于人格

特质(trait-like)或只能保持极短时间的心境等状态。

这意味着企业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 开发和管

理员工的心理资本来获得企业竞争优势(Luthans, 

Avey, & Patera, 2008)。例如, Luthans, Avey 和 Patera 

(2008)的实验研究证实一个集中的、持续 2 小时的

网上培训能够有效地开发心理资本的所有的 4 个要

素。针对中国情境下的人力资源开发, Luthans 等

(2008)建议培养员工对未来结果以及个人、家庭和

社会角色的积极预期。而且, 由于中国员工的集体

主义倾向较高, 更有效的开发方法是采取团队培训

技术(Earley, 1994)。总而言之, 中、西方企业情境

下的研究都表明心理资本的确与积极的组织结果

密切相关, 而且其可被开发和管理的特点使之能够

被纳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成为发展企业的竞

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 

本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发现是变革型领导对下

属心理资本的影响取决于下属在多大程度上感知

到组织的程序是公平的, 程序公平感从而也决定了

心理资本对变革型领导－下属工作绩效和满意度

关系的中介效应的大小。该发现对企业的管理实践

有重要的启示, 即：程序公平感提供了领导行为和

其他管理实践发挥作用的组织情景, 员工透过组织

决策程序的公平性和正确性这面“滤镜”来看待领

导行为并相应做出反应; 企业的决策程序越公平 , 

员工就越认可在此情境下发生的领导行为以及其

他管理实践 , 领导行为的有效性也就能够得到强

化。因此, 要增强领导行为的效果, 企业还需要从

各个层面重视组织决策过程的公平性和合法性, 这

不仅能够直接导致对企业有利的员工态度和行为, 

而且还有助于增强变革型领导对员工态度和行为

的积极影响。 

5.3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 我们是

在同一个时点收集的变革型领导、心理资本和工作

绩效及满意度的数据, 尽管研究结果与理论预测相

一致, 但是横截面的研究设计无法检验因果关系。

尽管 Avey 等(2010)利用纵向研究设计验证了员工

的心理资本与后续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心理资本及其结果的因果方

向。但是, 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员工更可能用积极

的眼光来评价其领导。因此, 为了进一步证实本研

究所揭示的变量间的关系, 未来的研究有必要使用

纵向或实验法的研究设计。其次, 为了取样的便利

性, 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国内一家物流企业的一个

部门,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研究结论的内部

效度, 但是, 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受到了限制, 本

研究的结果能否适用于其他文化背景或其他行业

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最后, 本研究关注的是在个

体层次上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心理资本以及绩效和

态度的影响。Walumbwa 等(2011)最近借用 Bandura

关于能动性的载体(agentic)的概念将心理资本扩展

到集体和团队层次 , 并发现集体层次的心理资本

(Collective PsyCap)能够在领导行为和团队绩效之

间充当中介角色。结合目前多层次和跨层次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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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便是考查变革型领导行

为在团队层次上对集体心理资本以及团队绩效的

影响。 

6  结论 

本研究从员工积极心理状态(即：心理资本)的

视角来解读变革型领导对下属绩效和满意度产生

作用的过程, 以及程序公平对该过程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 下属的心理资本部分地中介了变革型领

导对下属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效应; 而且, 程序公

平感越高的下属, 其心理资本就越容易受到变革型

领导的积极影响; 心理资本也就越多地传导了变革

型领导行为对下属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效应, 表现

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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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PsyCap)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 job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syCap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acities consisting of elements of hope, 

optimism, resilience, and self-efficacy. We argue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hapes followers' PsyCap,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s to their job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s able to 

influence followers' PsyCap in that each of its components (i.e., charisma or idealized influence,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is able to foster followers' state of hope, 

optimism, resilience, and self-efficacy. To further explic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ap, our second objective 

is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Drawing upon the relational model of authority, we 

hypothesize that procedural justic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PsyCap, 

and consequently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 job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Specif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PsyCap is stronger when 

procedural justice is high rather than low.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 logistic company in China. A total of 801 frontline employee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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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diate supervisor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Our sample consisted of 785 employees and 49 supervisors. 

Among the supervisors, males covered 69.2%, with an average age of 39.0 and organizational tenure of 17 years. 

Among the employees, males covered 71.3%, with an average age of 35.6 and organizational tenure of 7 years. 

We used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bootstrap methods to test our hypotheses. 

The mediating test shows that followers' PsyCap acted as a mediator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 job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In addition,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 PsyCap became stronger as followers' 

procedural justice growing from low to high. Furthermore,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 test shows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ollowers' PsyCap on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linkage 

was significant only among followers who perceived high levels of procedural justice. All hypotheses were 

supported. 

Our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 First, this research offers a new approach to the 

influenc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y examining follower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tates. This finding also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PsyCap. Second, our results concern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 PsyCap (and job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contribute to the integration of justice research and leadership theory. To sum up, this study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y examin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ap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in one theoretical framework.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ocedural justice; performance; moderated 

mediation 


